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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将北京人艺的发展分为前后两期，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是前期，即人艺风格形成期，以焦菊隐的演剧民族化的实践为代表；














  笔者个人以为，陈著 具原创性的是中篇“老舍与北京人艺”，这也
是作者用力 多的部分。正如曹禺先生所说的，北京人艺的一半生命是老舍先
生浇灌的。研究老舍与北京人艺的互动关系，无疑是一块“硬骨头”。啃下了
这块“硬骨头”，该课题也就成功了一半。陈著以三章八节的篇幅来充分论
述，是符合老舍之于北京人艺的价值的。作者又以中篇一半（四节）的篇幅来
论述老舍戏剧的独特性，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也就
难以讲清楚老舍对北京人艺影响的独特性。于是，作者从跨文体写作的角度入
手，通过深入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文体差异、分析老舍小说中的戏剧性、分析老
舍的戏剧创作历程，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观点：老舍戏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
是“小说体戏剧”。作者以老舍戏剧经典《龙须沟》和《茶馆》为例概括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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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戏剧的文体特征：“1，以人带事，突出人物；2，多人多事；3，没有贯穿
始终的冲突；4，面式和线式相结合的结构特征。”（页 92-96）文中进一步写
道，这种“小说体戏剧”不仅与传统的“戏剧体戏剧”不同，而且也不同于布
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和中国传统的“传奇体戏剧”，有其独特的内涵。
“此种戏剧已带有小说文体的特点，在这种戏剧里，我们前面讲的小说与戏剧
的文体区别和限制已经被突破和超越。比如，第一点，容量不同。这种‘小说
体戏剧’的容量已经相当大了，可以说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并不比小
说逊色。···第二点，节奏不同。老舍的‘小说体戏剧’的节奏不再是激变
了，而具有渐变的特征。···第三点，叙述与展示的不同。老舍的‘小说体
戏剧’已经不止于展示，还增加叙述成分了。”（页 101-102）可以说，这三
点把老舍戏剧和西方传统的“戏剧体戏剧”区别开来，而前两点则把老舍和
“叙事体戏剧”和中国明清传奇也区别开来了。可见，老舍戏剧确实是把小说
创作的优长较好地吸收到戏剧创作中来而形成的独特创造。“小说体戏剧”这
一原创概念的提出，对老舍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是作者勤于思考、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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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老舍的结果，恐怕也与作者所在的扬州大学文学院乃是老舍研究的重
镇是分不开的。 
  在对老舍戏剧独特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再来谈老舍戏剧对人艺风格的
塑造，就不是无本之末了。作者发现，老舍戏剧重视典型环境的展示，讲究演
员表演的生活化和性格化，注重生活细节的表现；老舍戏剧在排演中重视和舞
台设计人员的合作，善演群众戏；老舍戏剧用民族语言表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
理，以传统美学精神展示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北京的民俗、方言、文化等特
征，对于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民族化、京味特色、强烈的舞台整体感和鲜
明深刻的舞台人物形象”等风格的形成有内在的关联和直接的作用。而反过
来，北京人艺也对老舍戏剧独特性的 终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在排演过程中，
北京人艺通过对作家剧本的选择与诱导，通过与作家分享演出与写作的经验，
通过在排戏过程中不断地给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不断地丰富、补充、完善老舍
的剧本，从而使老舍戏剧从文本到演出都日臻完美，使作家风格和剧院风格同
步完成。作者通过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自然而然地得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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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人艺风格影响之独特与深远，似乎应推老舍，他使人艺有了浓郁的地
域特色，只有人艺能演好老舍的戏，这成了人艺的‘绝活’与‘看家本
领’。”（页 299）这当然就不是虚言。 
  通读全书，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十分扎实的中外戏剧理论与戏剧史的功
底。作者几乎将所有关于“郭、老、曹”和北京人艺演剧流派的研究成果一网
打尽，几乎将可以见诸中文的有关文学与剧场的论述作了全面的梳理和消化。
笔者非常惊讶地发现，为了论述建国后的北京人艺，作者采用的解放前出版的
戏剧理论专著和戏剧期刊文献也为数不少。这真正地做到了作者自己所说的
“不注水”。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突破了一般的高校学者对舞台不熟的局
限，有意识地选择文学与剧场结合的视角，刻意地向自身的不足挑战，这种学
术勇气是十分可嘉的。这样的研究方法十分合乎研究对象的实际，自然会取得
较好的效果。全面的资料搜集、厚实的理论基础、合适的研究方法，充分地保
证了这一研究成果的高质量和高水准。对于后来者，这无疑是一个难以绕开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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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作者试图从建国后十七年间建构起来的著名剧
作家与著名院团之间良性互动的案例来得出一个关于文学与剧场问题的普遍规
律的结论，似乎还是不够的。用一个短暂时期的成功经验来支撑一个宏大的理
论命题，似乎难以摆脱“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指责。毕竟，文学与剧场的关系
是复杂的。我们大概不好简单地否定“作者中心”、“表演中心”和“导演中
心”等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戏剧现象，这种种机制都产生过伟大的戏剧。当我
们遇到莎士比亚、汤显祖、曹禺这样伟大的剧作家时，不以作者为中心恐怕也
难。而当我们遇到像梅兰芳、周信芳、卓别林这样天才的表演艺术家时，不以
演员为中心也难。当我们遇到像布莱希特、焦菊隐、谢克纳这样的导演大师
时，我们不以导演为中心也难。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工程，一度创作以作者为中
心、二度创作以导演为中心，三度创作以表演为中心，固然是不错，但在整个
过程中真正起主导作用和灵魂作用的，往往是精神气场 强势的一方。三强并
存的理想状况几乎是没有的。即便是“郭、老、曹”与北京人艺相互建构的蜜
月时期，也只能说是中国剧院正规化建设的黄金时期，并非是中国戏剧的黄金
厦
 门
 大
 学
 图
 书
 馆
时期。我们往往用一个半经典（老舍的《茶馆》算一个和《龙须沟》算半个）
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戏剧成就，它是远远不能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八十年
代的辉煌相提并论的（陈著对这两个时期的戏剧成就的评价似乎过低）。这一
时期，曹禺已经没有新的佳作，郭沫若则是《蔡文姬》之类的阿谀逢迎之作，
老舍的《茶馆》在写了第一幕之后在焦菊隐等人的建议之下改变了写作方向，
可以说一半的成就要归功于焦菊隐。所以，焦菊隐这样的导演是这一时期真正
的主导者和“中心”。焦菊隐在这一时期将斯坦尼体系中国化，雄心勃勃地进
行了建立民族化演剧体系的实践。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剧场的关系恐怕并
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等和平衡。只是相对于其他时期而言，这是一个相对
平衡互动的时期。而且，文学与剧场的良性互动也并非是伟大戏剧产生的充分
条件，而只是一个必要条件。伟大戏剧的产生，还是要仰赖思想自由与创作自
由的文化环境，文学与剧场的良性互动只是这样的文化环境的必然结果之一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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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只是笔者拜读陈著之后的一点浅见，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并不见得就正确。即使笔者浅见略有道理，也丝毫不影响陈著的光芒。毫无疑
问，它仍是一部探索文学与剧场关系的力作，我们只要思考这一问题，就无法
绕开它。 
 
